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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种分布区表征物种所能分布的最大面积和最大范围, 是物种重要的生态学和进化学特征, 是生态学和生

物地理相关学科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近20年来, 基于更精确的数据和更先进的分析技术, 物种分布

区研究非常繁荣. 在不同尺度、区域和类群的研究发现, 物种分布区差异巨大, 小分布区的物种多于大分布区的

物种, 物种分布区特征受物种扩散能力、种群密度、个体大小、气候、地形及土壤等因子的影响. 在将来的研究

中, 需要更精确的大尺度物种分布数据, 以生物自然地理区为研究对象, 来探索物种分布区的格局及成因. 物种分

布区可以作为物种濒危状况的一个指示特征, 指导保育策略的制定, 但是具体的应用方式还需要在典型物种和典

型区域上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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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是制定保育策略的支

撑
[1], 生态学家们进行了大量动植物类群的基础数据

整理和总结, 对多样性格局进行制图并对其成因进行

探索
[2~6]. 以多样性格局数据为基础, 物种分布区(spe-

cies range size)表征物种在空间中所能分布的最大面

积和最大范围, 反映物种间生态耐受力、扩散能力和

进化历史的差异, 与物种灭绝风险息息相关
[7], 是物种

重要的生态学和进化学特征
[8], 是生态学和生物地理

相关学科的一个基本研究对象
[9].

物种分布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物种所能占

据的面积(range area)和物种所能分布的范围(range ex-

tent). 达尔文早在《物种起源》一书的前言(第19页)
中, 就提出了物种分布区的问题: 为什么一些物种的

分布范围很宽、数量较多, 而一些物种的分布范围很

窄、数量较少
[10]? 物种分布区大小差异巨大, 如北美

大陆维管束植物不同物种的分布区面积有7个数量级

的差异
[11]. 在区域上, 对多数类群的研究认为, 物种分

布区面积的特征为小分布区的物种多于大分布区的物

种, 如脊椎动物
[12,13]

、维管束植物
[14,15]

、寄生虫
[16]

、

微生物
[17], 甚至历史物种

[18]. 物种分布区的范围/幅度

也是物种分布的重要特征和属性, 对物种的分化和灭

绝均有影响
[12]; 对物种分布区范围/幅度的研究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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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物种迁移扩散规律及影响一个地区物种特征的生

态过程
[14]. 一般采用物种分布的经度差和纬度差来表

示物种的经向和纬向分布区特征, 称为物种的东西和

南北分布幅度; 也常采用周长、面积比或长、短轴比

来表示物种分布区的范围特征. 如果直接的物种分布

区数据缺乏, 可以采用一些替代指标来研究物种的分

布区, 如种子大小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与物种的分布区

特征非常相关, 因为大种子不容易被风等媒介传播,
种子越大, 物种分布区越小

[19]; 但也有相反的结论, 认
为小种子的分布区小, 因为小种子虽然更可能占据新

生境, 但是存活率可能低, 不利于分布区的扩大
[20]. 在

40多年前, Eduardo H. Rapoport描述了纬向的物种分布

区特征, 认为物种在高纬度地区的分布区更大, 被总结

为Rapoport法则
[21]. 近20年来, 基于一些新的研究技术

和更精确的基础数据, 物种分布区的度量和研究方法

有了更快的发展
[22]. Proc R Soc B-Biol Sci于2009年出

版了一期专刊, 集中介绍了物种分布区的格局、结构

和决定因子等
[23].

多年来, 物种分布区特征最主要的研究类群是陆

生大型动物(鸟类和哺乳类), 还有昆虫、鱼类和微生

物. 由于植物分布数据难以获取, 综合的分布区研究在

植物中开展较少, 现有的综合研究多数局限在一些类

群或小区域
[24], 数据源多基于行政边界(国家、省域或

地区
[25]), 基于生物地理区的大尺度研究较少, 代表性

的仅如美洲大陆维管束植物的地理分布
[11]

、中国水青

冈属(Fagus)的地理分布
[26]

和亚马逊地区乔木的分布区

及丰富度
[27]. 目前, 确定物种的分布区并解释其成因仍

然是生态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11,28,29].

鉴于我国物种分布区相关的研究还较少, 在充分了解

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主要论述物种分布区的

研究现状, 其基本概念和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物种扩散能力、种群密度、个体大小等物种本身的因

素, 环境因素如气候、地形、土壤及其他因素(如授

粉、根的情况等); 在此基础上, 介绍了其在物种保育

策略制定中的潜在价值, 为更好地研究和保护我国的

生物多样性服务. 本文主要的思路框架如图1所示.

1 物种分布区的影响因素

1.1 扩散能力对物种分布区的影响

许多研究认为扩散能力会极大地影响物种分布区

特征
[12,30], 有较强扩散能力的物种更能占据新的生境,

分布区大;扩散能力弱的物种更易适应本地生境,快速

形成本地种, 分布区小
[20]. 以会飞和不会飞来表征扩

散能力, 北美Brachinus属步甲中会飞的物种分布区更

大
[31], 南美落花生属(Arachis)植物的分布区也受扩散

能力的影响
[32]. 反之, 分布区的大小也会影响物种的

扩散, 如入侵特征
[33]. 澳大利亚一些外来种的引入时

间长短和物种本身的分布区特征是预测物种是否本地

化(或入侵成功)最重要的因子
[34].

也有研究认为扩散能力并不是影响物种分布区的

重要因素. 对欧洲淡水寄生吸虫来说, 寄主的扩散能力

并不影响其分布区大小, 小尺度上较为重要的寄主扩

散能力这个因素在大尺度上被欧洲大陆的地理特征及

生物地理区等因素所取代
[16]. 对于海洋鱼类来说, 幼

年时随洋流扩散, 所以幼年期的长短一度被认为是物

种分布区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许多海洋物种的扩

散距离仅占其分布区范围的1%以下
[35]. 所以总的来

说, 扩散能力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对物种分布区特征起

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其并不在所有情况下适用; 有大

的分布区的物种必定在最初时经历了扩散和定植的过

程, 但是物种分布区的最终形成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

影响
[35].

1.2 种群密度对物种分布区的影响

一般认为, 分布区更大的物种倾向于个体更多, 而
分布区较小的物种个体较少

[36,37], 该种群密度-物种分

布区正相关关系可能普遍存在
[38], 在各个类群中均有

图 1 物种分布区的影响因素及其自然保育意义(网络版
彩图)
Figure 1 Species range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and
significance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lor online)

李利平等: 物种分布区特征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育的意义

930



发现, 如鸟类
[39]

和哺乳类
[40], 在植物中也有类似正相

关关系, 不管是在小尺度上
[41], 还是较大尺度上

[42].
然而近年来, 在一些隔绝的热带区域, 如岛屿, 越

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分布区与物种密度负相关或不相

关, 因为地理隔离和环境稳定会形成种群密度高、狭

域的专有种
[43]. 在全球尺度上, 仅发现种群密度与鸟

类分布区有弱的负相关, 而蜥蜴类和哺乳动物的种群

密度与分布区无相关性
[44]; 在微生物群落中, 也曾发

现局域丰富度较高的种类分布区并不大
[17]. 所以, 种

群密度和物种分布区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取样不完整

造成的, 影响物种分布区和种群密度这二者的因子可

能完全不同
[44].

1.3 个体大小对物种分布区的影响

物种个体大小对分布区的影响在动物中研究较

多, 一般认为物种个体越大, 其对资源的竞争力越强,
分布区越大

[45,46]. 样本量较少或研究区较窄可能会造

成物种个体大小和分布区呈现负相关或不相关
[47], 因

为不完全的取样使得大分布区物种的分布区偏低, 小

分布区物种被忽略
[48]. 在植物的研究中也发现植物个

体大则分布区大, 比如新西兰乔木分布纬度范围仅为

1°~3°的物种平均高度8.8±0.6 m, 而纬度范围可以达到

11°~13°物种的平均高度为11.8±1.0 m[49].
相反的, 有研究认为小个体的物种有繁殖及分化

优势
[50], 更容易有较大的分布区, 而大个体的物种种

内竞争压力更大
[51], 对植物来说, 其花等器官更容易

被取食, 会抵消其个体大的竞争优势
[52]; 基于群落中

总是小个体更多, 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小个体会是物

种的进化方向
[53].

1.4 气候、地形和土壤等因子对物种分布区的
影响

对全球陆生脊椎动物(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和爬

行动物)进行研究发现, 其分布区可以由气候和地形来

解释
[54]. 在澳大利亚, 干旱程度和温度是植物分布区

变化最重要的驱动因子, 一些可以使物种在干旱地区/
草地生境存活的特征, 使物种有更大的分布区

[55]. 中

国杜鹃花属(Rhododendron)植物的分布范围主要受气

候因子影响, 适应气候范围更宽的植物的分布区更

大
[56]. 中国草地植物分布区在较低温度和较高土壤养

分含量的高海拔地区较小
[57]. 对德国北部的森林维管

束植物来说, 土壤pH值等因子限制物种的分布区范

围
[25]. 更均质的生境中, 物种的分布区可能会大, 如中

国新疆地区环境更均质的塔里木盆地等区域, 植物的

分布区更大
[15]; 进一步的, 新疆地区植物东西分布幅

度是南北分布幅度的1.47倍, 除了植物分布本身的纬

度特征, 这也可能与新疆地区的地形, 主要与天山的

分布有关, 天山横亘于新疆中部, 将新疆地区分为传

统意义上的南疆和北疆, 非常强烈地影响着物种的分

布
[15]. 所以, 气候、土壤及地形等因子均可能影响物

种分布区特征, 其相对重要性如何, 需要在更多的区

域进行验证.

1.5 物种分布区的其他影响因子

除了物种扩散能力、种群密度、个体大小、气

候、地形和土壤因子, 已有研究还涉及诸多其他影响

物种分布区特征的因子. 对全球植物的研究发现, 即

使对于亲缘关系很近的两种植物, 自花授粉植物比异

花授粉植物分布区范围更大, 也就是说, 提高授粉成

功率可使物种分布区较大
[58]. 对新西兰乔木的研究发

现, 由鸟类传播种子的乔木物种分布范围更宽
[49]. 对

全球热带鱼类进行研究发现, 其成年的生活史特征,
如个体大小、生境选择及夜行性特征等是影响其分布

区范围最重要的因素
[59]. 对南美落花生属(Arachis)46

种植物的分布区进行研究发现, 除了扩散能力, 物种

年龄、是否有地下茎及生活型等也影响分布区大

小
[32]. 生态位幅度及生物多样性

[60]
、植物种子大小及

世代长短
[61]

也会影响物种分布区特征. 基于对鸟类和

哺乳类等类群的研究, 气候稳定性、气候变异、进

化、种间关系和冰川历史等均影响物种分布区特征的

变化
[14,23,54,56,62,63]. 在进行该类研究时, 根据不同的研

究对象, 潜在的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很多.

1.6 物种分布区及形成原因的不确定性

目前物种分布区特征及其决定因素还存在诸多争

议, 不断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结果, 未有确定结论. 造成

不同结论的原因很多, 最主要的或许是研究对象的选

择、基础数据问题及研究方法问题等. 首先, 在小区

域的研究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并不普适的结果, 如在美

国内华达一个小流域(164 km2)进行研究发现, 由于流

域内潮湿环境较多, 喜湿植物分布区较大, 而喜干植

物的分布区小
[64]. 其次, 一些数据问题可能会影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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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目前最广为应用的基础数据均是基于人为划分的

行政边界, 一些特有种的划分也是基于行政区, 这容

易造成一些局限的结论
[65]; 有些研究基于标本采集,

但是标本采集的不完整造成其并不能总是代表物种分

布区, 有些数据仍需模拟
[66]; 有些研究的数据完全基

于模拟
[67], 即使数据是模拟了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物种分布区大小在物种和区域上的特征是否一致, 该

模拟数据是否能代表真实的生态系统, 也有待更多验

证. 再次, 不合适的研究方法会造成一些与事实矛盾

的结果, 如Chan等人
[68]

发现, 在大尺度上, 陆生脊椎动

物平均海拔分布范围与日温度变异负相关, 但是Qian
等人

[69]
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 认为由于数据分析的

问题, 该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 最后, 在不同的区域,
物种分布区形成的影响因素可能本身就不同, 如由于

对寒冷气候耐受的不稳定, 一些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

在其分布的最高纬度地区的进化速率是最低纬度地区

的1.6~4倍, 这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分布区进化特征
[70].

所以, 选取自然地理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尽可能精

确的数据、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物种分布区研究, 可以

更准确地探索物种分布区特征及成因.

2 物种分布区对物种保育的意义

2.1 物种保育策略研究现状

目前, 大尺度区域保育策略的制定一般依靠热点

地区分析(biodiversity hotspots)[71]及GAP方法(geo-
graphic approach to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72,73]. 热
点地区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大量收集文献数据, 进行生

物多样性格局分析, 筛选可以保育最多物种的一定面

积区域作为保育优先区
[74], 或物种最丰富的一定区域

作为保育优先区
[75]. GAP方法主要通过对比区域物种

列表和保护地物种列表得到未划归保护地的物种, 再

分析这些未被保护物种的主要分布区域, 得到保育优

先区. 这两种方法思路清晰明确, 实际应用中简单易

行, 是最为重要的保育优先区划分方法, 能很好地指

导实践, 一直被广泛应用
[76,77]. 然而, 其在应用中也存

在问题, 如在GAP分析中, 为研究方便, 常采用自然保

护区数据来代表保护地的情况, 而保护区并不是唯一

进行自然保育的区域, 一些公益林、森林公园和湿地

公园等也有自然保育功能, 由于数据难以获取, 这些

在许多研究中被忽略. 在新疆地区研究发现, 由于保

护区资料不全、物种异名或保护区物种列表不完全符

合实际情况等, 分析所得到的未被保护物种与事实(如
实地考察及地方专家的认知)有差异, 保护区内物种数

被低估;而反过来,对于分布于保护区中的物种也并非

都有完善的保育措施, 从这个角度, 物种的被保护情况

被高估
[78]. 对于热点地区方法, 在大尺度上, 取样的不

均匀问题很容易造成结果的偏颇
[79], 如在新疆地区的

研究发现, 由于乌鲁木齐和石河子等区域标本及文献

记录较为完善, 总是生物多样性较高
[80].

2.2 物种分布区作为保育策略的指标

除了格局特征及形成机制相关的理论研究, 物种

分布区在物种濒危评估及保育优先区划分上有潜在的

重要意义. 物种/生态系统的分布范围和空间特征与其

受到随机灾害后的存活/持续/恢复直接相关
[55], 通过

模拟研究发现, 随着分布区的减小, 生态系统崩溃的

可能性迅速增加, 分布区是评估生态系统抵抗随机灾

害(如病害、污染、火灾和干旱)最好的空间度量标

准
[67]. 一般认为, 分布范围广的物种扩散能力强、种

群大并占据更宽的生态位, 这些特征可以降低其随机

灭绝的概率
[18]; 而种群密度小, 分布区有限的特有种

类更易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81], 也更容易濒危; 所以, 分

布范围小的物种会被认为是受威胁物种. 在IUCN(In-
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物种评

价
[82]

中, 物种分布区就是非常重要的因子, 然而IUCN
的评价标准非常复杂, 需要评价物种几十年来的种群

变化趋势、生境情况、环境及受人类活动影响等各方

面, 需要依靠大量专家, 适合于有大投入的大范围全

球/国家的物种评估
[83], 在一些特殊的区域, 可以用分

布区等关键指标来简化物种濒危评估.
物种分布区是一个定量的指标, 可以分别在物种

和区域尺度进行计算. 针对物种, 可以得到基于分布

区特征的物种相对重要性; 在区域上, 可以对出现在

某区域的物种的分布区特征中值进行排序等分析, 按

照一定的标准(权重), 得到区域的保育优先级. 在制定

区域自然保育策略时, 将物种分布区特征作为热点地

区或GAP方法的补充指标应该是合理的. 对中国的苦

苣苔科(Gesneriaceae)植物进行研究发现, 广布种和稀

有种的分布受环境的影响不同, 保育策略亦应该不

同
[84]; 将分布区作为预测物种濒危情况的指标, 在爬

行类中曾经有过初步的尝试, 效果良好
[85], 但是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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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还没有形成成型的方法, 还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

3 国内相关研究及展望

3.1 国内已开展的研究

在我国, 对物种分布区已经有不少研究, 代表性的

有陈家宽
[60]

、沈泽昊
[26,86]

、贺金生
[57]

、李义明
[54]

、

王志恒
[87]

及马克平
[56]. 这些研究涉及了内蒙古和青藏

高原的草地植物、中国和欧洲的木本植物对比、独特

的类群如杜鹃花属及脊椎动物的分布区特征. 目前, 对
于一些数据缺乏的物种, 多采用一些模型方法, 如

MaxEnt模型来模拟物种的分布区、分布生境及海拔

等, 为制定保育策略服务, 如马可波罗盘羊(Ovis am-
monpolii)[88]、豚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89], 还可以

模拟物种历史潜在分布区, 如细叶小羽藓(Haplocla-
dium microphyllum)[90].

涉及动植物分布区的中文文献除了综述, 也有一

些基础研究, 尤其是在一些典型区域或对珍稀濒危物

种、特有种的研究, 如神农架地区维管束植物分布区

特征
[91]

、天山猪毛菜(Salsola junatovii)的地理分布特

征
[92]

、新疆沙冬青(Ammopiptanthus nanus)和蒙古沙

冬青(A. mongolicus)的地理分布及影响因素
[93]. 新疆

地区的植物分布区特征有一些较大尺度上的研究, 包

括了格局特征及与气候和植物丰富度等的关系, 以及

部分植物个体大小与分布区特征的关系
[15,94].

3.2 研究展望

生物多样性研究很受重视, 但生物多样性数据(尤
其是植物多样性数据)事实上还很缺乏, 到目前研究者

还在探讨已命名的植物种数是多少
[95]. 继续进行我国

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整合及分布区特征分析等非常

有意义, 尤其是在一些研究基础薄弱的区域, 这些区域

多数经济不发达、环境极端, 如新疆、青海和西藏等

地区. 除了科学家的基础研究, 在这些区域开展公众

参与
[96], 如一些旅游及博物爱好者参与等也对区域的

基础数据积累有重要意义.
物种分布区的特征受诸多因子的共同影响, 造成

其不同的原因仍有很多争论
[8], 本文尽量包括了其主

要的影响因子,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因子未涉及; 这方

面也还需要针对不同的类群, 在不同的区域, 尤其是

一些生物分布的典型自然地理区, 如青藏高原
[97]

、天

山、秦岭等, 进行更多的研究和验证.
物种分布区特征对物种保育策略的制定有很大的

参考价值
[84,85], 针对动物或植物等类群, 探索如何将物

种分布区作为特征因子指导保育策略, 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方向. 除了分布区面积, 分布区的形状也是物种

分布区的重要特征, 其受多种因素影响
[98], 也会对物

种保育策略的制定有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加强.
物种分布区指标仅考虑了物种分布的范围, 不涉及物

种的数量, 而种群数量在保育上也有重要意义, 这两

点如何结合起来进行保育分析, 也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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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range size patter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I LiPing1, HE SiYuan2, JIANG YangMing1, WANG Tuo1, ZHAO HuiHui1, CUI WeiHo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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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nge size indicates geographical area and distribution extent, which are the key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es. Additionally,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es in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Owing to the more accurate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 data and more developed GIS analysis technology, research on species range sizes has considerably advanced
since 1990s. Range size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species by several orders of magnitude, and majority of the species has small range
sizes. Currentl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ange sizes are regarded primarily a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species dispersal ability,
species body size, climate, topography, and edaph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based on species biogeographical ranges,
instead of the political range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discover range size patterns and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s. Moreover, range
size could be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endangered status of the species to develop better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The applications on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in typical regions are to be explored.

biodiversity, range size, range area, range extent, conserv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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